
第 34 卷 第 3 期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Vol． 34 No． 3
2021 年 5 月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May，2021

收稿日期: 2020 － 12 － 01

作者简介: 王宗辉，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

两篇匿名文章引发的文学争论

———从“双簧信事件”到“金梁合论事件”

王宗辉
(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五四”新文学兴起之际并未瞬间取得文坛的主导地位，彼时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仍是文坛

的庞然大物。为声援文学革命、争夺文学话语权，匿名的“双簧信事件”应势而出。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因匿名的

《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而引发的“金梁合论事件”，再一次呼应了“双簧信事件”的隐喻性主题。就前后两次发生

在不同语境中的文学争论的历史背景而言，看似缺少一套共同的叙事话语，实则形异实同，争论的焦点仍旧在于

如何定位或书写通俗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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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产生社会效应的文学争

论并不少见，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由“谁”做了“什

么”而引发了这些文学争论。以“双簧信事件”和

“金梁合论事件”为例，这个“谁”只是当事人的化

名，而化名具有匿名色彩，他可能要被隐藏很久之

后，才会被熟悉内幕的人披露出来。至于制造这两

次文学争论的“谁”，便经过了这样一个由匿名状态

到为人所知的阶段，也因之显示出新文学与通俗文

学之间的历史渊源与矛盾纠葛。在前后相异的历史

语境中，推手的匿名状态恰恰证明，无论是为新文学

正名，还是为通俗文学正名，均不可能一蹴而就，甚

至要自挝其面。尤其当涉及通俗文学的批评标准

时，参与文学争论的人更是难有持平之论，以至于汤

哲声在分析个中原因时说: “他们对‘五四’新文化

对‘鸳鸯蝴蝶派’的批评缺少科学的态度，并没有真

正了解‘五四’新文化对‘鸳鸯蝴蝶派’批评的必要

性和历史意义，并没有看到‘五四’新文学为夺取中

国文学正宗地位所采用的那些矫枉过正做法的合理

性。”［1］

一、对峙: 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话语

博弈

钱理群等指出: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相辅的

文学革命的兴起，是相当激进的。新文学一开始站

在弱势地位与庞大的旧文学对抗，也无法与有了一

点‘现代性’趋向的市民通俗文学共处。这样就有

了新文学阵营从 1917 年开始的持续批判‘黑幕小

说’和‘鸳鸯蝴蝶派’的行动。”［2］“双簧信事件”同

样是新文学阵营采取的批判行动之一，指的是刘半

农、钱玄同为了给新文学造势而自导自演的一场双

簧戏。具体表演手段为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给《新青

年》杂志编辑部写信，题名就叫《给〈新青年〉编者的

一封信》; 作为既定合伙人的刘半农，便回敬了《复

王敬轩书》一文。这两篇“唱和”文章，同时刊登于

1918 年 3 月 15 日《新青年》第 4 卷第 3 号，并一起

被编排在《文学革命之反响》的总标题之下。其中，

《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以文言文写就，在信中

王敬轩不仅细数了新文学的种种罪状，而且罗列出

社会上反对新文学的各种论调，意图将新文学扼杀

在摇篮之中。署名记者半农的《复王敬轩书》，则对

王敬轩种种不合时宜的论调做了逐一批驳，强调提

倡新文学乃大势所趋，守旧势力终将被一一廓清。
起初，“双簧信事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社会效

果，守旧势力对之不闻不顾。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

原因在于，此时新文学的力量还比较薄弱，根本不具

备同当时作为庞然大物的通俗文学相抗衡的力量。
后来，随着鲁迅、周作人等的加入，无论是新文学的

理论倡导，还是新文学的创作实践，才逐渐成熟并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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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起来。新文学迅速成长的势头，给守旧势力造成

了巨大恐慌。为捍卫自身既得利益，他们再也无法

保持沉默。最终，在胡适、陈独秀相继发表《文学改

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之后，先前写下《论古文之

不宜废》的林纾再次被激怒了。他写了名为《荆生》
和《妖梦》的小说，含沙射影地讥嘲提倡新文学的一

群人。于是，一场新旧文学之间的话语博弈，因林纾

的出头而变得煊赫起来。
在社会转型之际发生的“双簧信事件”，是刘半

农、钱玄同精心设计的一场请君入瓮的好戏，争夺的

乃是新文学自身言说权利的合法性或正宗性。由于

当时执文坛牛耳的是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作家，

因此新文学作家认为只有将斗争的矛头对准这些旧

式的传统文人，新文学才能牢牢掌握文坛的话语权。
在他们看来，鸳鸯蝴蝶派文学格调不高，已经落在了

时代后面，必须革故鼎新。例如，周作人在《日本近

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中指出: “现代的中国小

说，还是多用旧形式者，就是作者对于文学和人生，

还是旧思想; 同旧形式，不相抵触的缘故。作者对于

小说，不是当他作闲书，便当作教训讽刺的器具，报

私怨的家伙。至于对着人生这个问题，大抵毫无意

见，或未曾想到。所以做来做去，仍在这旧圈子里

转; 好的学了点《儒林外史》，坏的就像了《野叟曝

言》，此外还有《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聊斋》派

的某生者体，那可更古旧得厉害，好像跳出在现代的

空气以外，且可不必论他。”［3］再者，“双簧信事件”
也是一次类似制作话题进行炒作的舆论行为，其对

准的是社会上如古文的坚守者等守旧势力或者传统

卫道士。即是说，刘半农、钱玄同想把与新文学对立

的一方迫不及待地拉入论战的漩涡，从而确立“五

四”新文学的话语权威。但两人的精心布局或者

“出此下策”，既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又与他们所

标榜的新文学主张不相匹配，甚至倡导文学革命的

急先锋胡适，也觉得这种做法不够光明磊落。比如，

当胡适向任鸿隽透露双簧信的内幕之后，任鸿隽吃

惊不已: “王敬轩之信，隽不信为伪造者。一以为

‘君等无暇作此’。二则以为为保《新青年》信用计，

亦不宜出此。莎菲［陈衡哲］曾云此为对外军略，似

亦无妨。然使外间知《新青年》中之来信有伪造者，

其后即有真正好信，谁复信之? 又君等文字之价值

虽能如旧，而信用必且因之减省，此可为改良文学前

途危者也( 隽已诫经农、莎菲勿张扬其事) 。”［4］

“双簧信事件”在社会上酿成文学争论的气氛

之后，林纾等反对新文学的异己力量逐渐受到压制。
在随后与“学衡派”和“甲寅派”展开的争论中，新文

学作家看似无坚不摧、所向披靡，却也可能是一种具

有偏向性的胜利。毕竟，类似鸳鸯蝴蝶派的通俗文

学，仍旧牢牢把握着广大市民读者群，这便充分显示

出中国通俗文学的特性所在。正如张赣生在《民国

通俗小说论稿》一书中所说: “中国的通俗小说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在于中国通俗

小说的内容广泛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也

不仅在于中国通俗小说的艺术表达方式具有鲜明的

特色，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性，更主要的是中国

通俗小说渗透在中国人千百年来的生活当中，发挥

着潜移默化的作用。”［5］相反，新文学的读者群却基

本限定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传播范围显得较为逼

仄，这便在无形中暴露出新文学初登文坛之际的尴

尬处境。瞿秋白在《吉诃德的时代》一文中指出:

“事实上所谓新文学———以及‘五四式’的一切种种

新体白话书，至多的充其量的销路只有两万。例外

是很少的。”［6］究其原因在于两者的运作方式不尽

相同，如孙金燕指出:“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新文

学和通俗文学的运作方式有很大不同: 一方主要在

学院内，一方在出版界。”［7］即是说，新文学作家虽

然以启蒙者的姿态把广大市民当作启蒙的对象，却

又偏偏采取学院化或精英化的书写方式，导致他们

的文学创作与启蒙对象的实际处境相去甚远。通俗

文学却与书局、报刊社等现代出版机构紧密相连，一

方面号准了广大市民的脉搏，另一方面推出了切合

他们阅读品位的文学作品，从而占据了大面积的读

者市场。如此一来，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的话语

博弈，便在文学的生产机制或运作方式方面烙下了

深刻的印痕。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

变》一书中指出:“诗文在中国古代是处于文学结构

中心的高雅形式，而白话小说则是正统的士大夫所

不屑一顾的‘通俗文学’。”［8］他还提到，虽然两者具

有文学形式的高雅与通俗之分，却没有文学种类的

高低贵贱之别，并且还在相互撞击之中形成了互相

补充、互相借鉴的一面。诚如斯言，新文学与通俗文

学之间的话语博弈，也处于这样一种既竞争又融合

的状态。

二、内讧: 金梁如何定位通俗文学的存在

状态

为行文方便，姑且将因梁羽生化名佟硕之所写

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而引起的争论，拟定为

“金梁合论事件”。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中国港

台新派武侠小说蓬勃发展的时期，一份报纸的生死

存亡有时便系于一部武侠小说的连载。对此，金庸

曾不无自诩意味地说: “我本来写小说是为报纸服

务，希望报纸成功。现在报纸的事业好像容易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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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小说的影响时间比较长，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成

果。”［9］彼时刚刚在香港创刊的《海光文艺》，自然也

想得一个头彩。鉴于当时读者对于武侠小说如痴如

醉，以及涌现出金庸、梁羽生两位武侠小说大师的社

会情境，既是《海光文艺》策划人，又是金、梁两人朋

友的罗孚，便想借此大做文章。“在当时，我们是把

武侠小说常做通俗文学看待的……为了适应读者的

兴趣，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决定发表一篇金庸、梁
羽生合论的文章，谈论新派武侠小说在他们勇闯直

前下地发扬光大。”［10］37 － 38 为大做文章，罗孚首先说

服梁羽生写一篇关于武侠小说的评论性文字，但梁

羽生不想用自己的名字去写，罗孚便向梁羽生保证

绝不会泄露作者的真实身份。于是，梁羽生便化名

佟硕之写下《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分别连载于

1966 年的《海光文艺》创刊号和第二、三期上。然

后，罗孚又邀请金庸对佟硕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论》
一文做出回应。“合论发表后，我请金庸写一篇回

应的文章，也希望他能长枪大戟，长篇大论。他婉转

拒绝了，但还是写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一个‘讲故

事人’的自白》，登在第四期的《海光文艺》上。”［10］40

在《金庸梁羽生合论》一文中，梁羽生既提及了

“新派武侠小说”的生成:“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

大者金庸。他们的小说在写作手法、内容意境上都

颇有推陈出新之处，一般人称之为‘新派武侠小说’
( 包括受他们影响的诸家作品) 。”［11］214又解释了“金

梁”的排序问题: “若按‘出道’的先后来说，应是先

梁后金，但‘梁金’读来不如‘金梁’之顺口。”［11］242

也评说了两人不同之处: “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

( 中国式的) ，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

受中国传统文化( 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 的影响

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 ( 包括电影) 的影响较

重。”［11］242还指出了金庸的一些错误: “宋人不能唱

元曲，这是常识问题，金庸决不会不知道。”［11］251 并

说:“就整部小说的情节安排而论，金胜于梁; 就爱

情描写的变化多样而论，金不如梁。”［11］264 为掩饰身

份，他又故布迷雾:“金庸、梁羽生都是我的朋友，或

至少曾经是我比较接近的朋友。他们本来都没有打

算写武侠小说的，后来之所以作此尝试，至少部分出

于我的怂恿。”［11］269

对于如何评价武侠小说此一类通俗文学，梁羽

生说:“我不反对武侠小说，我也不特别提倡武侠小

说。此时此地，看看武侠小说作为消遣应该无可厚

非。若有艺术性较高的武侠小说出现，更值得欢迎。
但由于武侠小说受到它本身形式的束缚，我对它的

艺术性不抱过高期望。”［11］269在《一个“讲故事人”的

自白》一文中，金庸除了自陈个人写作武侠小说只

是想为读者提供娱乐，还明确指出梁羽生才是那一

个抱着严肃目的进行武侠小说创作的文艺工作者。
对于金庸在《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一文中的说

法，梁羽生似乎不太认可。于是，他在《海光文艺》
第五期又写下《著书都为稻粱谋》一文进行回应，认

为金庸给他冠以文艺工作者的头衔，并说他以小说

来灌输一种思想，实在与事实相悖。然后，梁羽生又

把这种灌输思想的写作方式抛给金庸，并提及金庸

在一篇名为《谈批评武侠小说的标准》的文章中，认

为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的第一个标准便是主题思想。
对此，金庸指出:“我写的武侠小说并没有想宣扬什

么主题思想，偶然也有一些对社会上丑恶现象与丑

恶人物的刻画与讽刺，然而那只是兴之所至的随意

发挥。”［12］又说:“我不赞成用‘主题’来评判一部作

品。主题的正确与否，并不是文学的功能，如果要表

现一种特定的主义，写一篇理论性文章会更好、更直

接……”［11］51似此前后相悖的言论或批评标准，似乎

显示出作为从事武侠小说创作的通俗文学作家自身

的一种诡辩色彩。
具体到此次“金梁合论事件”争论的焦点，仍旧

在于如何认识以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这便

在某种程度上与“双簧信事件”隐喻的主题遥相呼

应，只不过以内讧的形式———笔战———出之。双簧

戏是一种民间艺术，须由两个演员合作完成，一人在

前用形体表演，一人在后用声音说唱，给观众造成一

种前面演员自演自唱的错觉。在“金梁合论事件”
中，梁羽生化名佟硕之，既评价梁羽生，又评价金庸，

完全是一次自我独奏，金庸似乎被蒙在了鼓里。即

便金庸所写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最初也只

是回应佟硕之，并没有把梁羽生作为预料中的争论

对手，但在所写文章中又难免提及梁羽生，并提出一

些略带意气性口吻的批评意见。如此一来，谁是佟

硕之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金、梁之间关于以武侠小

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存在状态的争论，已经被煽动

起来。尽管昙花一现，却又是时势使然。需要指出

的是，金庸与梁羽生对于武侠小说的认识，非但没有

达成一致，反而因社会语境的更迭而染上了变异色

彩，就如那些留存于世却又构成一种悖论的言论或

批评标准。关于梁羽生才是《金庸梁羽生合论》一

文真正作者的秘密，直到罗孚在 1988 年第 3 期《读

书》杂志发表《侠影下的梁羽生》一文中才公之于

众，却又引发了世人对于梁羽生的诘难。为此，罗孚

不无置气地说:“梁羽生并没有要借金庸抬高自己，

我们的《海光文艺》倒是有这个‘阴谋’的。那些嘲

骂梁羽生的人，其实应该掉过头来，骂《海光文艺》
才是。”［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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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匿名: 不同历史语境之中的主体策略

选择

从 1918 年的“双簧信事件”到 1966 年的“金梁

合论事件”，前后相隔近半个世纪，从表面上看这两

次文学争论的情形不尽相同，如时代背景、参与者、
影响等。从争论的背景看，“双簧信事件”发生之

际，鸳鸯蝴蝶派式的通俗文学的力量还比较雄厚，新

文学并不能够独霸天下。为了制造声势，新文学作

家便以他们为竞争对手，以期在争论之中证实新文

学的话语权威。“金梁合论事件”发生之际，并没有

指定的对手，只是想引起关于武侠小说的争论，并借

机扩大《海光文艺》的销售市场。从争论的参与者

看，“双簧信事件”主要发生在新旧两个彼此对立的

文学阵营之间，一方为接受西式思想洗礼的新文学

代表人物，另一方为与新文学唱对台戏的旧式传统

文人。“金梁合论事件”的参与者，仅限于金庸与梁

羽生，更应该看作以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

内部纷争。从争论的影响看，“双簧信事件”扩大了

新文学的影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起了先

声夺人的作用。“金梁合论事件”既涉及金庸、梁羽

生武侠小说的优缺点问题，也涉及两人武侠小说创

作水平孰高孰低的问题。这种颇具社会效应的文学

争论，不仅提高了广大读者阅读武侠小说的热情，而

且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尽管这两次文学争论有以上种种不同，但也有

一套共同的叙事话语，即如何定位或书写通俗文学。
“双簧信事件”侧重的是新文学语境中如何定位或

书写通俗文学。新文学初始之际，通俗文学因实力

雄厚，还具有一定的话语权。新文学壮大之后，通俗

文学只能挣扎着生存。即便如此，通俗文学创作也

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不仅出现了青史留名的作家，而

且创作出大量经典作品，如社会言情小说大家张恨

水的《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奇幻仙侠小说大家还

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等。“金梁合

论事件”侧重的是香港殖民语境中以武侠小说为代

表的通俗文学如何定位或书写的问题，并且通过两

个武侠小说大师之间的过招得以说明。《金庸梁羽

生合论》一文发表于 1966 年，此时的香港尚是英属

殖民地，饱受离乱之苦的香港市民普遍具有浓厚的

怀旧心态，而这甚至影响到新派武侠小说的书写方

式。梁羽生指出:“我最初写武侠小说时用回目，用

诗词作开篇，就是抓住南来香港的人怀念旧小说的

特点，让他们有‘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13］在

当时香港社会的殖民语境之下，金庸、梁羽生武侠小

说的书写风格不尽一样。初始之际，金庸的小说并

没有似梁羽生的小说那么为主流所认可。梁羽生的

小说主题鲜明、立场坚定，受到《大公报》等主流媒

体的青睐; 外加影视媒体的改编，自是招揽了一大批

读者。毋庸置疑，迎合时尚或者说占有话语权的一

方，必定支配着大部分读者市场。金庸小说却不是

那么成功，这便与金庸主持的《明报》和具有左翼色

彩的《大公报》之间的多次论战存在一定关系。此

外，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也存在多种困难，这也限制

了金庸小说的广泛传播。导演徐克指出: “第一是

它的人物很多，没法取舍; 第二是故事复杂; 第三是

篇幅很长。”［14］

有趣的是，无论是“双簧信事件”，还是“金梁合

论事件”，都以一个匿名作为引发文学争论的导火

索。“双簧信事件”是钱玄同化名的王敬轩，“金梁

合论事件”是梁羽生化名的佟硕之。其实，无论是

王敬轩，还是佟硕之，扮演的只是工具性角色，待发

挥应有的作用之后，便退居幕后，而将幕后的操作者

推到台前。有所不同的是，王敬轩是钱玄同化名的

事实，很快就被胡适等所知，他们还表达了各自的态

度。至于佟硕之是梁羽生化名的事实，却不为大多

数人所知。傅国涌曾指出: “外界不知道‘佟硕之’
是梁羽生的化名，《大公报》高层还是有少数人知道

了，他们读了这篇‘合论’大为光火，指责梁羽生对

金庸批评得不够，客气得过了头，有失立场，其中就

有一 起 写《三 剑 楼 随 笔》的 大 公 报 副 总 编 辑 陈

凡。”［15］由此可见，自从写下《金庸梁羽生合论》一

文之后，梁羽生便陷入了被人不断指责的漩涡之中。
甚至在 20 多年之后，当罗孚将佟硕之是梁羽生的事

实公之于众后，这种指责也并不少见，如倪匡便不无

讥讽地说: “这是武侠小说者的笑柄，有一篇文章

《金庸梁羽生合论》，那是梁自己化了名写的，目的

是拉金庸替自己增光，行为如此，是高是卑，自有公

论。只要看是不是把梁的武侠小说和金的相提并

论，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对武侠小说的功力是否深，万

试万灵，金庸与梁羽生不能合论，绝不能。”［16］

梁羽生是佟硕之笔名的秘密之所以隐藏了 20
多年，无非是他不想授人以柄，但《金庸梁羽生合

论》一文仍把他裹进了争论的漩涡。有时候，历史

总会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掩耳盗铃的又岂止是梁

羽生? 金庸也曾做过类似的事情。例如，金庸为了

让读者相信在《明报》撰写“明窗小札”专栏的徐慧

之实有其人，他甚至在《明辨是非，积极中立》一文

的开头写道:“从昨天起，我正式加入明报编辑部工

作，除了写这‘明窗小札’专栏，还协助金庸兄选择

‘自由谈’的稿件……”［17］按说“明窗小札”类似于

一种杂文专栏的书写模块，似乎没有隐藏作者真实

身份的必要，但金庸仍以徐慧之出之。对于这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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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李以建归结为两个原因: “一方面，他为了让外

界读者不至于将‘徐慧之’等同于创作武侠小说的

金庸，以致产生某种先入为主的看法，认为只是从事

文艺创作的作家议论政局时事，特别强调‘明窗小

札’是从‘徐慧之’角度来看世界，来评论世界。”“另

一方面……他希望不要让外界造成一种误会，感觉

到报纸的诸多栏目都是出于一个人之手，以显出报

纸的多样化和知识观点的多元化。”［17］

从“双簧信事件”中的王敬轩，到“金梁合论事

件”中的佟硕之，再到“明窗小札”中的徐慧之，均一

致采取了故意掩饰身份的匿名形式。这种做法很大

一部分原因在于匿名作者想要借助匿名的身份进行

代言式的表达，是在相异的历史语境之中隐藏于匿

名背后的行为主体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目的而采取的

策略。要么似王敬轩式的故意制造噱头引发舆论效

果，要么似佟硕之式的抹不开老友的敦请，要么似徐

慧之式的观察世界的又一种视角。值得注意的是，

刘半农与梁羽生均采用了名不见经传的名字，而以

往的书写却可能要借重某些大家或名家的名字，以

期实现内心深处被刻意隐藏起来的现实欲望。可

是，无论是笔名，还是化名，有时也会产生难以预料

的反讽效果，这种反讽效果甚至会激起一种超出文

学范畴的紧张感或压迫感。比如，写下《文艺战线

上的封建余孽》一文的杜荃，到底是不是郭沫若的

问题，便一度陷入这种令人尴尬的处境之中。为长

者尊者讳也罢，为文学史书写纠偏也罢，均足以让匿

名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具体到假托王敬轩、佟

硕之引发的两次文学争论，也是这种有意味的形式

起了直接作用。尽管彼此目的不尽相同，但对于通

俗文学或隐或显的论述，却又遥相呼应。

四、结语

从“双簧信事件”到“金梁合论事件”，再到如

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通俗文学非但没有退出自身

建构的话语场域，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合理性

自证。范伯群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一书中指

出，尽管通俗文学“不像‘文学革命’在提出后，紧接

着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的推波助澜，形成巨大

的洪流”［18］，但历史的或然性并不总是一定的，它也

有一套与自身相契合的叙事话语。例如，以金庸为

代表的武侠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便是通俗文学具有

强大生命力的最好表征形式之一。毕竟，通俗文学

因自身内蕴的文本价值以及产生的社会效应，使其

在号准市场脉搏、把握读者阅读趣味方面，仍具有一

定的召唤力量。正如古龙所言: “通俗文学的兴起，

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必然的事，因为读者有权选择

自己喜爱的作品，他如选择了以阐扬忠义、针对邪恶

为主的武侠小说，又何足以为怪?”［19］至于这两次因

匿名文章引发且相隔近半个世纪的文学争论，虽然已

经成了一种历史实在，却又证明了这样一个客观事

实: 通俗文学并不会因为人为地切割或辩难而退出历

史舞台，在不同语境之中如何定位或书写通俗文学仍

然值得进一步深思。再者，文学争论总是发生在一定

的历史语境之中，它不仅意味着争论双方的各执一

词，而且成了一道折射历史沧桑的独特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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